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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世情小说的江南性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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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江南诗性文化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典范与中国诗性文化的代表,而成为中国几千年古代文化发展

的高峰,其有着审美性、阴柔性、超越性的鲜明特征,而世情小说则是明清小说的主旋律,可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

的高峰,同时更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文学抒写与伟大结晶,其雅俗结合性、劝世性、审美性等等都是唐诗宋词所难

以比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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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的视角来阐释文学,是当今中国文学研

究的一大特色与亮点,其中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关

系的探讨更是将中国文学的研究推向了纵深。在

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上,江南文化越来越占据了

重要的地位,由是中国文学的江南文化因子也日益

凸显。中国是诗性文化的古老国度,江南文化则是

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典范与中国诗性文化的高峰。
自魏晋以来,江南文化渐次铸成了自己的特色而日

趋成熟,唐诗、宋词、元曲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江南文

化的烙印,明清小说更是江南文化的集中体现与升

华,甚至可以说没有江南文化的兴盛,就没有明清

小说的繁荣。如果说没有江南文化,唐诗、宋词、元
曲都将会黯然失色,那么可以说如果没有江南文

化,像《红楼梦》那样的世情小说杰作简直就是无法

想象的。世情小说堪称明清小说的主流与代表,本
文主要就明清世情小说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关系作

一探讨。

一、“世情小说”的特征及范围

鲁迅在分析《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时曾经

用到了“人情小说”、“世情小说”、“世情书”等内涵

大致相同的小说类型术语,为此类小说的研究奠定

了基础,只可惜他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严格的界

定与论证,这既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

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今天此类小说研究的

某种混乱。命名上的多重性倒是其次,主要是这类

小说特征与范围的认定上差异悬殊,或过于狭隘,

或失之宽泛,或混为一谈,至今尚没有形成公认的

评判标准。

在鲁迅的心目中,“人情小说”、“世情书”、“世

情小说”实在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三者所指对象几

乎是同一的:“只是在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

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

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

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

情书’也。”[1](P186)在其《小说史大略》、《中国小说史

大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三部小说论著

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人情小说”,其次是“世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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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最后是“世情书”,可见鲁迅是倾向于用“人情

小说”这一表述的。鲁迅在定义明代的“人情小说”
时,是相对于当时的神魔小说而言的,着重于此类

小说的“记人事”,尤其是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
的特色,囊括了同样“记人事”的“讲史”、“公案”、
“狭义”等小说之外的所有小说。他大力评介“世情

书”式的《金瓶梅》、《红楼梦》,奉二者为“人情小说”
的正宗与代表,而把“才子佳人小说”视为“人情小

说”的“异流”,又把他自己所论的“狭邪小说”和后

来学界界定的“艳情小说”归为“人情小说”的“末
流”。显然鲁迅所定义的是广义的“人情小说”,总
领“世情书”、“才子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虽然

在其论述中有明显的褒贬,但毕竟没能明确的区别

开来,而失之笼统,导致某些问题不够明晰,而影响

了研究的深入与整体效果。当然作为中国小说现

代研究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许多真知

灼见至今仍无人比肩。
当代学者此类小说的研究大体上延续了鲁迅

观点与风格,有四部专著相继问世,分别是方正耀

的《明清人情小说研究》(1986年)、萧相恺的《世情

小说史话》(1992年)、向楷的《世情小说史》(1998
年)、陈节的《中国人情小说通史》(1998年)。从书

名看,“人情小说”和“世情小说”的使用各占一半,
其实它们的内涵却是一致的,都是鲁迅式广义的

“人情小说”,主要论及《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

书”代表作和才子佳人小说,很少涉及艳情小说,大
量的短篇世情小说也基本排除在讨论的范围之外,
一般也包括了文言世情小说。鲁迅在宏观论述中

国小说时对此类小说冠以不同的名称,虽以“人情

小说”为主,但还是引起了表达与理解上的混乱,那
么后人在专门论述此类小说时就应该尽快形成共

识,统一说法,澄清混乱,而不应该像以上四本专著

那样,明明所论对象大致相同,却偏偏在冠名上各

执一词,徒添新的混乱。笔者认为,此类小说应统

一冠以“人情小说”为妥,而与神魔小说、历史小说、
英雄小说、狭义小说、公案小说等并列。其“人情小

说”特征有二,第一,“记人事”,即现实性,而与神魔

小说区别开来;第二,反映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而与

历史小说、英雄小说、狭义小说、公案小说等区别开

来。在此基础之上,再把《金瓶梅》、《红楼梦》等“世
情书”冠以“世情小说”就很自然了,这样“人情小

说”就可又细分为三种类型,即“世情小说”、“才子

佳人小说”和“艳情小说”。接着鲁迅的讲法,我们

可以说,“世情小说”是“人情小说”的主流,“才子佳

人小说”是“人情小说”的“异流”,而“艳情小说”则
是“人情小说”的“末流”。之所以把这类小说冠以

“人情小说”而不是“世情小说”,主要的还是约定俗

成的需要,以避免表达与理解的混乱与无力。总

之,主要应明确“世情小说”与“人情小说”这两个字

面语义相近的小说类型概念是从属关系,而不是并

列关系,各有所指,就不至于混淆了。
至于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三者

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虽同属“人情小说”,但侧

重点不同,其思想与艺术成就是递减的关系。世情

小说立足于儒道释的道德层面,通过对现实社会生

活的临摹,或正面弘扬,或反面针砭,常借助于因果

报应等思想工具,来劝善惩恶,实现其“正人心厚风

俗”的济世目的,因而劝世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才子佳人小说以渲染才子与佳人的离奇、曲折的爱

情故事为能事,而有“千部一腔”之嫌,其虽也以现

实生活为基础,但其中明显揉进了封建社会落魄才

子们所共有的关于功名与爱情的美好想象与心理

补偿,其创作的出发点与宗旨都指向狭隘的才子们

的个人生活,而与世情小说匡时济世的教化主旨不

可同日而语。被鲁迅视为人情小说“末流”的艳情

小说,其作者虽然主观上也有劝诫之旨,但大多因

遵循“以淫止淫”的写作模式而往往事与愿违,作品

中过多的性描写客观上根本起不到劝世的效果,反
而成了“诲淫”的教科书。就是说,艳情小说中也承

袭着一定的世情性,但微弱的世情性已被作品浓烈

的艳情性所冲淡甚至淹没,而有些世情小说中也有

艳情的成分,比如《金瓶梅》、《姑妄言》等,但因为其

作品的世情性远大于其艳情性,所以我们还是把它

们归入世情小说的范畴,但就因此类小说这一严重

瑕疵,它们往往又被人们视作艳情小说,而一样遭

受了历代被禁的命运。
鲁迅论及人情小说时,只涉及到长篇章回体作

品,其实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也应纳入人情小说的范

畴,尤其是世情小说,如果只论长篇,忽略明清大量

的短篇拟话本世情小说,显然是相当片面的,而难

以展现明清世情小说的全貌与真相。另外有一点

也应该需要约定俗成的,就是谈到人情小说,一般

指的是通俗小说,即白话小说,而不应包括文言小

说,因为文言小说毕竟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流。
文言与小说的通俗性本来就是相矛盾的,以其受众

较窄,而不具备通俗小说的主要特征,文言小说当

专题另论,不应与白话小说混同研究。
综上所述,同属人情小说的世情小说、才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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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说、艳情小说虽有相同的一面,但差别还是显

而易见的,其中世情小说代表了人情小说的最高成

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还延续鲁迅笼

统研究的路子,继续将它们混为一谈,显然是难以

将人情小说的研究推向深入的。学者们已注意到

了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且不说众多的

相关论文,专著就有王增斌的《明清世态人情史稿》
(1998年)、苗壮的《才子佳人小说简史》(1992年)、
周建渝的《才子佳人小说研究》(1998年)、张廷兴

的《中国代艳情小说史》(2008年)、李明军的《禁忌

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2005年)等等,
显然,作为人情小说重镇的世情小说的研究尚有待

重大突破。

二、江南文化的底蕴及成因

“江南”首先是地理的,也是政治的、经济的,更
是文化的,其地域范围经历了一个由广义到狭义、
由泛指到专指的演变过程,其演变的主要动力则是

江南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文化是“江南”的首要标

签,比如扬州虽处江北,但人们历来都把扬州视为

江南的重要名片之一。笔者认为,“江南”概念狭义

与广义之分的主要标准就是江南文化,狭义的“江
南”专指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以南的江、浙、沪一

带,因为这一地区江南味最浓,是地理“江南”的核

心区域,更是文化“江南”的代表;广义的“江南”则
包括了长江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中非“江南”核
心区域因受到“江南”核心区域文化的辐射,而呈现

某种江南性;地处江北的扬州因大运河等地理因素

而显示出较鲜明的江南性,成为“江南”范畴的一个

例外,并且常常被划入了“江南”的核心区域。本文

所论及的“江南”主要是指狭义的“江南”,亦即明清

时的江南概念。
关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前辈学者已作过一些相

关的探讨,比如梁启超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

大势》一文中,就将以庄子为代表的南学和以孔子

为代表的北学进行过对比:“则古昔,称先王;内其

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

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
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
常达官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

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
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
为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

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

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2](P23)王国

维则认为:“南人之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

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北

冥之鱼,语小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

则媳姑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
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

之。”[3](P151)鲁迅《北人与南人》一文中说:“北人的

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4](P435)这些显然

都是泛泛而谈,没有触及到江南文化的实质,而当

今学者刘士林近年来的中国文化研究可谓取得了

一些突破性进展,从“中国诗性文化”到“江南诗性

文化”,刘士林的中国文化研究历程本身,也为我们

确切把握江南文化的底蕴开辟了新的途径。所谓

“诗性文化”,是与西方的“理性文化”或“思辨文化”
相对而言的,刘士林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首先

从总体上特别是从中原文化的角度得出了“中国诗

性文化”的结论,后来在南京呆过一段时间,切身体

验到江南文化之后,就立马修正了自己前面的观

点,而打出了“江南诗性文化”的旗帜。相对于西方

的“理性文化”,总体而言,中国属于“诗性文化”。
刘士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又进一步

把“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或“中原文化”、“北方

文化”相对而论,认为审美的“江南诗性文化”才是

“中国诗性文化”的代表与高峰,而“齐鲁文化”则主

要属于“伦理文化”,这一区分同样是很有见地的。
从“中国”到“江南”,标志着刘士林“诗性文化”研究

的深入,但对“江南诗性文化”具体内涵的概括还是

较为笼统,最近刚刚发表的《江南佛教文化的界定

与阐释》一文可算是其文化研究的一大进步,因为

如果离开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想去真正

了解江南文化,无疑是缘木求鱼。
笔者认为,江南诗性文化的底蕴或具体内涵,

除了刘士林所强调的审美特质,应该还有两个重要

的本质特质,即阴柔性与超越性。文化的本质是精

神性的,是对物质性的超越,无论儒家的道德伦理,
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释家的明心见性,都是生

命的精神追求与超越,体现为道德、审美、哲学、宗
教等不同的形式与境界。江南原本蛮荒之地,民风

悍勇,可自从魏晋以后,在儒道释的日久浸淫下,崇
文倾向日盛,文学家、书画家层出不穷,文化世家、
文学世家在江南大地亦星罗棋布,绵延不绝,书香、
墨香随处可闻。无论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

语,还是白居易“能不忆江南”的感慨,也无论“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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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还是“吴门四大才子”,从陶渊明、王羲之

到李煜、陆游,从朱熹、王阳明到龚自珍、王国维,从
《采莲曲》、《春江花月夜》到《牡丹亭》、《红楼梦》,山
清水秀、得天独厚的江南,再加以人杰地灵,而成为

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真正的诗性江南、文化

江南。
中国诗性文化之所以在江南发展得较为完备、

成熟,江南文化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原因当然是多

方面的。首先是地缘因素。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

中国诗性文化最初孕育在黄河流域,可惜这一文化

没有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因为中国历史上由异

族导致的“文化性归零”破坏屡屡发生在北方,相对

而言,江南这样的文化劫难很少发生,基本能保持

着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与持续的发展。自魏晋

起,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便在江南悄然崛起,其强劲

的发展势头是多灾多难的北方文化所望尘莫及的。
其次是江南文化对道释精神的主动吸收与融

合。我们知道,儒家道德伦理文化是入世的,是阳

性文化,带有较强的功利性色彩,坚持“天行健,君
子自强不息”与“达则兼济天下,穷追独善其身”的
理念;而道释文化则是出世的,是阴性文化,强调

“无为而治”、“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它
超越了儒家的现实价值层面而指向了道、佛等生命

的终极关怀与目标。中国文化是在儒道释的对立

与融合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如果说北方文化侧重

于发展单一的儒家文化的话,那么真正三教合一的

典范则是江南文化,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

学,还是明清时期的陆王心学,甚至宋明理学,这些

试图糅合儒道释的文化创新都主要发生在南方,特
别是江南,而使得江南文化日益充盈着浓烈的审美

性、阴柔性与超越性,成为中国诗性文化发展的最

佳标本。佛教自东汉末传入江南,很快便蓬勃传播

开来,至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江南佛教达到极盛,杜
枚诗中所吟咏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江南佛教文化的盛

况,虽然后来佛教在江南的发展有所衰弱,但佛教

的精义已经熔铸在江南文化之中,而使得江南文化

发生了由原初的尚武到后来崇文的脱胎换骨的蜕

变。魏晋时期,儒学式微,而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

玄学盛行。南北朝以降,北方民族矛盾尖锐,中原

地区的玄学名士们纷纷南渡,侨居于江南一带,渐
渐地南北的学风也有了差别,北方的学风趋向朴

实,带有汉代经学的儒家遗风,而江南的玄学则明

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崇尚玄理之学。道释在北方虽

然也有发展,但一方面历史上北方的几次灭佛运动

使得北方文化的发展大伤元气;另一方面北方的佛

教文化也与江南明显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
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

等,而江南佛教则与玄学相结合,侧重于探求佛教

的玄理,因而江南文化很快便将北方文化远远地甩

在了后面。道释文化在中国诗性文化的成长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与江南风土人情的契合,加
之与不断涌入的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儒家伦理文化

的激荡,三者共同酝酿、催生了博大精深、精致圆

融、刚柔相济的江南诗性文化,而在大江南北绽放

异彩。

三、明清世情小说的江南性抒写

南北文化的不同必然在文学上有所体现,对此

前人也早有论述,刘师培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
这样比较道:“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

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
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

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
为言志、抒情之体。”[5](P162)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

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不同的文学风格作了生动的描

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

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

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
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
南人为优。盖文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

甚焉。”[6]前辈学者主要是从地缘的角度来分析南

北文化、文学内涵与风格的迥异,虽属评点式描述,
却不乏真知灼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江南文化

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江南文学的分量越来越沉重,
如果说南北文化对唐诗、宋词、元曲的贡献还能平

分秋色的话,那么到了明清小说则几乎就是江南文

化的独角戏了。
小说原本是不登以诗文为正宗的中国文学的

“大雅之堂”的,经过明清江南文人作家的不懈努

力,小说创作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与唐诗、宋词、元
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由于文学传统的惯

性使然等原因,明清时期小说地位偏低的状况表面

上虽有所改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将
明清小说盖棺定论为“一代之文学”已经是近现代

学界的事了,直到近代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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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小说的地位才真正骤然提高,成了名副其实的

文学“暴发户”。明清世情小说,除了《金瓶梅》、《红
楼梦》、《醒世姻缘传》、《林兰香》、《姑妄言》、《野叟

曝言》等长篇之外,自冯梦龙的《三言》开始,一大批

中短篇世情小说相继出炉,明末有凌蒙初的“二
拍”、报翁老人的《今古奇观》、陆人龙的《型世言》及
《清夜钟》、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天然痴叟的《石
点头》、西湖鱼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周辑的《西湖

二集》、罗浮散客《贪欣误》以及西湖逸史《天凑巧》
等,清初又有李渔的《十二楼》及《无声戏》、艾衲居

士的《豆棚闲话》、酌元亭主人的《照世杯》、娥川主

人的《世无匹》及《炎凉岸》、东鲁古狂生的《醉醒

石》、笔炼阁主人的《五色石》及《八洞天》、云阳嗤嗤

道人的《警寤钟》、石成金的《雨花香》等,加之后来

的蒲崖主人的《醒梦骈言》、玉山草亭老人的《娱目

醒心篇》、落魄道人的《常言道》等作品,明清世情小

说的创作可谓蔚为大观,成绩斐然。总览明清小

说,许多作家均是江南藉或在江南生活过,大多数

作品的内容或多或少均与江南有关,大多数小说的

创作与传播也以江南为主,而使得明清小说带有鲜

明的江南色彩。明清小说种类繁多,经历了由历史

演义小说、神魔小说向现实题材小说的演变过程,
其中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不仅是人情小

说的中坚,更是明清小说的主旋律,而成为江南诗

性文化文学抒写的伟大结晶。
明清世情小说的繁荣与江南文化的关系尤为

密切,其江南性特征非常显著。首先,世情小说已

经成为儒家“文以载道”的重要文学载体。从“诗
教”传统到“文以载道”的提出,儒家历来就重视文

学的教化功能,宋元话本虽有一定的教化倾向,但
往往被其娱乐性、低俗性所掩盖,而使得作为“稗官

野史”的小说长期徘徊在文学的主流之外。至明

代,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发现了通俗白话小说所蕴藏

着的极大的劝善惩恶的教化潜能,而振臂一呼,为
通俗小说摇旗呐喊,小说的地位与面貌才陡然为之

一变。冯梦龙把小说抬高到了与“六经国史”相提

并论的地位:“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
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7](P902)甚

至觉得小说在教化功能方面还超越了儒家经典:
“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

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
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
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7](P900)

冯梦龙小说革命的主要武器就是藉小说的通俗性、

普及性来“奏雅”,即儒家的教化与江南文化的弘扬

大业,通过雅俗的整合赋予了小说强大的教化与文

化传播功能,力图使小说一跃成为可与诗文相提并

论的高雅文学样式,且其通俗性又是诗文所难以企

及的。冯梦龙惊世骇俗的小说观得到了后世许多

作家的积极响应,比如《醉醒石序》有云:“大凡小说

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觇风俗之纯薄焉,
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

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

念,场 前 巷 底,妇 孺 皆 知,不 较 九 流 为 有 益

乎!”[7](P920)《金石缘序》更是一针见血:“小说何为

而作也? 日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

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
不若裨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

昭然,能使人触目儆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

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7](P732)《娱目醒心篇序》亦
云:“能使悲者流涕,喜着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
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娱目,又可

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

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

有补焉。”[7](P947)冯梦龙不遗余力地为世情小说鸣

锣开道,真可谓世情小说的教主,由《三言》始,凌蒙

初的《二拍》,陆人龙的《型世言》等一大批世情小说

力作相继问世,掀起了明末清初世情小说创作的热

潮,直到世情小说的高峰《红楼梦》问世后,这股浪

潮才渐渐消退。
其次,江南文化为世情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

支撑。江南文化是中国三教合一的典型样本,它的

思想精髓不仅有儒家的道德伦理,还有道释的超越

性追求,正因为有着如此内涵丰厚的文化土壤,最
终才诞生了曹雪芹《红楼梦》那样的融儒道释于一

炉的现实主义巨著。世情小说实现其教化功能的

理论武器,除了儒家的忠孝仁义等道德伦理,还有

道家的超脱、释家的因果报应等江南文化的核心思

想。通过儒道释的合力,强化了世情小说的劝世性

宗旨,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境界,更重

要的是实现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潜力,切实提高了

小说的文学地位。虽然这一切努力与成就并没有

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普遍认可。江南文化的博大

与圆融不仅体现在世情小说作品之中,在很多世情

小说的序跋中也有更直接的论述,比如《今古奇观

序》这样总结道:“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

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

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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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

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
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

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
吾安知间阎之务不通于廊庙,稗批之语不符于正

史?”[7](P911-922)被张竹坡誉为“第一奇书”的世情巨

作《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

“俗”、“邪”、“恶”;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的“雅”、
“正”、“善”、“常”,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
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
在《金瓶梅》大俗的作品内容的背后,蕴藏着深广的

大雅的主题,在肮脏、丑陋、冰凉的人物故事的表象

下跃动着作者那颗火热的救世之心,这应是“第一

奇书”《金瓶梅》之“奇”的第一要义所在,也是作品

更为关键的价值所在,因为它既是作者创作的出发

点,也是作品的终极意义所在。如果抽取了作品的

儒道释内涵与主旨,那么《金瓶梅》岂不就真成了一

团令人绝望的漆黑的人间地狱。《红楼梦》的伟大

主要就在于其深广的思想内涵及其无与伦比的审

美性,正如王国维所概括的那样:“故《桃花扇》政治

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
学的也。”[8](P10)《红楼梦》可谓江南文化的伟大结

晶,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空前绝后

的璀璨明珠。众多的短篇拟话本世情小说更是旗

帜鲜明地高举儒道释的劝世与教化大旗,从《喻世

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石点头》、《清夜

钟》、《警寤钟》、《醉醒石》、《照世杯》、《雨花香》这些

小说集的书名就能略知一二,其中宣扬佛教因果报

应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这些被今人贬斥为封建说

教与糟粕的世情小说,其实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是

基本吻合的,因为明清时期的江南虽然也已世风日

下,人心不古,但江南毕竟渐成文化型社会,儒道释

还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所以这些世情小说在

当时的劝世效果应是不容置疑的。
再次,江南文化不仅为世情小说的创作源源不

断地输送人才,更为世情小说的传播培养了规模巨

大的读者群,从而促进了世情小说的健康发展。明

清时期,江南崇文风气日盛,书院林立,刊刻、藏书

等文化传播业也蔚为大观,这不仅直接导致了明清

江南科举的兴盛,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落第士人,
其中有些人虽满腹才华,却久困科场,只能另谋出

路,小说创作成为他们不错的选择,有的甚至成为

职业作家,冯梦龙、李渔如此。一些不甚著名的世

情小说作家也是如此,比如《豆棚闲话·叙》这样介

绍作者:“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
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

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侨鸽

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子诗云子曰,无妨别显

神 通;算 将 来 许 多 社 弟 盟 兄,何 苦 随 人 鬼

诨!”[7](P946-947)好多作家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真可

谓个人不幸小说幸。随着明清江南经济的迅猛发

展,江南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特别

是随着城镇的急剧繁荣,产生了一个人口规模日益

膨胀且较有文化水准的小市民与商人阶层,他们经

济富裕、思想活跃,成为世情小说的一个重要读者

群,商人的流动性又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明清

时期江南科举蔚然成风,江南进士无论在数量上还

是名次上都在全国独占鳌头,遥遥领先,追求功名

虽主要是为个人利益,但客观上也造成了江南社会

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明代归有光曾这样描写当时

江南的崇文风尚:“吴为人才渊薮,文字之盛,甲于

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

应主司之试,居痒校中,有白首不自己者,江以南,
其俗尽然。”[9](P192)如此优越的文化环境是明清世

情小说兴盛的前提与基础,而小说的繁荣又促进了

江南文化的成熟。
最后,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在世情小说的创作中

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清小说注重韵散结合、众
体毕备,可谓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无论是长

篇还是短制都能巧妙地将诗、词、曲、文融为一体,
极力提高小说的文采与可阅读性,同时又注意语言

的通俗、准确与生动,强调叙述与描写的简洁与传

神,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产生

了《红楼梦》那样的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思想

性与艺术性堪称完美的巅峰之作。

四、结语:明清江南———文化与文

学的双重高峰

明清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几千年古代文化发

展的高峰,而明清小说特别是江南世情小说则是中

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高峰。明清世情小说无论是其

反映生活内涵的深广度,还是其艺术表现力,尤其

是其通俗性与教化性,都是唐诗、宋词、元曲所难以

比肩的,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世情小说不仅是明

清小说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至高点与

终结者。文化与文学历来就是水乳交融的,文化的

内涵与境界直接决定了文学的内容与品味甚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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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形式,明清江南,一个特定的时空,缔造了中国

文化与文学的双重高峰———江南诗性文化与江南

世情小说,而傲视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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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JiangnanFeaturesofMingandQingNovelsaboutHumanRelations

SHEN Ming-xiu
(ChineseClassicalLiteratureResearchCenter,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Jiangnanpoeticcultureisthemodelof"theunityofConfucianism,TaoismandBuddhism",the
representativeofChinesepoeticculture,andtheclimaxofChineseancientculture,whichhasthreedis-
tinctcharacteristics:aestheticism,feminismandtranscendence.Novelsabouthumanrelationsarethecore
ofMingandQingnovels,theclimaxofChineseancientliterature,thecrystallizationandliterarydescrip-
tionofJiangNan poeticculture,whosecombination ofeleganceand popularity,aestheticism and
promotingvirtuesfarexceedTangpoemsandSongci-poems.
Keywords:Jiangnanpoeticculture;MingandQingnovelsabouthumanrelations;eleganceandpopulari-
ty;promotingvirtues;aesthe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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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systemoftheNatureandCulturefromthePerspectiveof
EcologicalAnthropology

YUDa-zhong
(ResearchCenterofEcologicalCulture,SanmingCollege,Sanming,Fujian365004,China)

Abstract:Theconceptofecologicalcultureisthecontinuationanddevelopmentoftheconceptecosystem
innature.Ecologicalnatureisasystematicwholeformedbythebiologicalcommunityandthesurround-
ingenvironmentincertaintimeandspaces,orratherthespontaneousnaturalecology.Ecologicalculture
isakindofculturalformcreatedintheprocessofculturaldevelopment.Broadlyspeaking,theoriginal
culturalecologywhichtookplaceinagriculturaleraisakindofculturalformdevelopedbyhumanbeings
undertherulesofnatureandatypeoflivingwayforpeopleinthatear.
Keywords:Nature;culture;ecology;ecological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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